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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陈宝良　
　　主持人语：基于科举功名获取之上的知识阶层，其专门的称谓始终不一，或称之为“乡绅”、“乡宦”，

或称之为“绅士”、“绅衿”，有时干脆笼统称之为“士大夫”。无论称谓多么不一，知识阶层在朝野所扮演

的角色更是丰富多彩，这一点毋庸置疑，且为本期所收三篇论文的精彩阐述所证实。

明代士大夫的人生历程，理应包括“出仕”与“致仕”两个阶段。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这是他们

人生的起点。明代出仕首重科举、内阁多出翰林的特点，致使翰林院庶常馆的庶吉士乃至他们散馆以后

的出路，格外引人瞩目；作为文化生活一部分的地方民俗宗教，其参与者固然多为一般大众，然士大夫对

此亦多有渗透，甚至成为佛教寺庙的“护法”及一些民间宗教活动的支持者；至于野服躬耕一类的文化装

扮，更是证明明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定位渐趋复杂化。如此等等，无不显示出明代知识阶层人生

道路与社会角色的多样性。

共享与差异：明代北京的民俗宗教
高 寿 仙

（北京行政学院 校刊编辑部，北京市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明代北京存在着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多种庙宇，其中有些神 灵 被 纳 入 官 方“祀 典”，有 些 则 属

于民间“私祀”，但是否纳入祀典，并非“正祀”和“淫祀”的明确分界。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宗教因素相 互 交 融，

成为一种统一的宗教，这就是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民俗宗教。民俗宗教体现在从国家礼仪到日常生活的各个

层面，按照时令节日，在家中或到特定的宗教场所进行祭祀、祈祷、进香等活动，是民俗宗教最重要、最直观、最

集中的展现。从明代中叶开始，围绕到寺观神庙的祭拜贡献等活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香会，它们的规模日趋

庞大、组织日趋复杂。民俗宗教虽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但其内部并非混融无间，不同阶层和身份之间往往会

表现出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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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作为人类学和民俗学关注对象的民间信仰，近年也成为历史

学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学术用语的“民间信仰”，是日本学者姊崎正治在１８９７年提出的，此后得

到广泛使用［１］。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感觉把“‘民间’这一暧昧的表述作为学术用语无论如

何是不恰当的”，因此，１９７０年堀一郎将美国宗教研究者使用的“ｆｏｌｋ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译为“民俗宗教”，用

以替代“民间信仰”［２］。此后“民间信仰”与“民俗宗教”两个概念共存并行，但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日本学界“逐渐出现了从静态、一元的‘民间信仰论’向多元、复合的‘民俗宗教论’的范式转换”，“现

已基本放弃‘民间信仰’而采用‘民俗宗教’这一用语”。中国学界目前仍然习用“民间信仰”，但“近

来似乎也出现了以‘民俗宗教’来归纳‘民间信仰’的新动向”①。因“民间”含有与“精英”、“官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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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意味，容易使人认为民间信仰是区别于精英阶层或官僚群体的普通民众的信仰。民俗宗教则

不强调其民间性或草根性，而是强调其贯通各个阶层的共同性。换句话说，民俗宗教就是融合于日

常生活之中、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的理念和仪式。但民俗宗教内部并非混融无间，不同阶层和身份之

间往往会表现出明显差异，甚至产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在关于民间信仰的论著中，经常见到一对概念，即“正祀”和“淫祀”。一般认为，“正祀”是指得

到官方认可、列入祀典的神祇或祠庙，除此之外皆属“淫祀”。但这种看法不够周全。其一，神灵被

列入祀典，只能表示其获得了“治统”上的合法性，即得到国家承认并享受官方祭祀，但不能表示其

一定获得了“道 统”上 的 合 法 性。宋 儒 吕 祖 谦 云：“近 来 人 说 淫 祀，多 是 说 丛 祠 及 载 于 祀 典 非 正

者。”［３］所谓“载于祀典非正者”，就是被纳入国家祀典但并不符合礼制原则的神祇或祠庙。其二，所
谓“淫祀”，《礼记·曲礼》界定为“非其所祭而祭之”，但在实践中，其实并不容易将“正祀”与“淫祀”

截然分割开来，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４］。揆诸典籍，那些未被纳入祀典但有益无害

的祠祭，在与纳入祀典的“公祀”相区别的意义上，经常被称为“私祀”。由此看来，从是否纳入官方

祭祀的角度，可以将各种祠坛、庙宇、寺观等区分为两大类，即“祀典”（也可称典祀、公祀、官祀等）和

“私祀”（也可称民祀、野祀等）。

民俗宗教是“从特定地域的民众生活之中产生出来的、成为民众生活习惯的宗教”［５］，所以往往

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除城隍、关公、真武、观音、土地、龙 王 等 全 国 性 的 神 灵 外，许 多 地 方 都 有

“土神”，即“产生于某一地区，并有着该地特有的灵异传说，因而在该地受到信仰的神”［６］。但土神

的分布及其数量多寡，受到距离政治中心远近、地理状况、开发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各地差

别很大。大致说来，“在南方分布密度较大的祠庙甚少，相反，各地独特的祠庙却多如牛毛”；而在北

方，“特别是华北地区，民间信仰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地方文化传统的独立性没有那么强，

因此表现出来一种相对正统化和单一化的特点”［７］。处在“辇毂之下”的北京，可能因为相对缺乏民

间性、地方性和独特性，所以不太受人类学和社会史学者青睐。近年情况有所改观，韩书瑞（Ｓｕｓａｎ

Ｎａｑｕｉｎ）、赵世瑜等围绕明清北京城市宗教信 仰 发表 了 一 批 重 要成 果①。此外，以民俗和节日为主

题的论著，也有助于了 解 北 京 居 民 的 日 常 宗 教 活 动②。本 文 在 前 人 研 究 基 础 上，从 民 俗 宗 教 的 视

角，整体性地考察一下明代北京的宗教信仰问题。

二、神灵：祀典与私祀

张光直指出，中国文明是“连续性 的文明”，表现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连 续、地 与 天 之 间 的 连

续、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连续”等多个方面③。从信仰和祭祀的角度看，其说颇有道理。起源于上古

时代的自然宗教（巫教），尽管具体形态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但其核心观念却长期延续下来，为

融通各种信仰因素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就连佛教、道教等充分组织化了的教派宗教，也不可避免

地被其统摄吸收［８］。所谓民俗宗教，就是这样一种混融性的信仰形态，它可以容纳来源不同、性质

各异的多种神灵。但另一方面，从西周开始，统治阶层越来越多地将伦理道德和政治象征因素注入

信仰和祭祀之中。特别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国家祭祀走上了礼制化的道路，对于原有或新

兴的不符合礼制的信仰和仪式，儒家士大夫总是试图予以取消或改造。巫教与礼制两种因素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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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瑜的相关论文，均收入氏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 社 会》；《小 历 史 与 大 历 史：区 域 社 会 史 的 理 念、方 法 与 实 践》，三

联书店，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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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与冲突，使得民俗宗教内含着强大的张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样貌。

明代北京既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礼仪中心和祭祀中心，这里分布着规格最高、数量最多、规模

最大的祀典建筑，包括天坛、地坛、宗庙、社稷坛、朝日坛、夕月坛、泰厉坛等。祭祀对象包括天神、地
祇、人鬼三类［９］卷７４《职官三》，分成大、中、小祀三等。嘉靖以前，大祀包括圜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

夕月；中祀包括先农、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

民、司禄、寿星；小祀包括司户、司灶、中霤、司门、司井（合称“五祀”）以及泰厉、司马之神、火雷之神。

嘉靖年间，将朝日、夕月降为中祀。对于这些坛庙和神灵，每年 都 按 照 既 定 时 间 和 仪 式 祭 祀，称 为

“常祀”。此外还有“非常祀而间行之者”，如新天子耕藉而享先农、视学而行释奠之类；“因 时 特 举

者”，如嘉靖时皇后享先蚕、祀高禖之类［９］卷４７《礼一》。三祀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官祭对象。沈榜根据宛

平县情况，将它们分为祀亲、祀神、祀功三类，若考虑到整个北京地区的情况，似乎还可增加一类，即
祀贤。祀亲是对皇家亲人的祭祀，包括皇帝、皇后陵园，妃 嫔、太 子、诸 王、公 主、累 朝 夫 人（皇 帝 乳

母）坟等；祀神是对神灵或神化人物的祭祀，主要有灵明显佑宫（祀北极佑圣真君）、东岳泰山庙、都

城隍庙、京都太仓神庙、司马马祖先牧神庙、弘济神祠（祀宣灵弘济之神、水府之神、司舟之神）、洪恩

灵济宫（祀金阙真君徐知证、玉阙真君徐知谔）、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庙；祀功是对有功人士的祭

祀，主要有河间定兴二王（张玉、张辅）、崇安侯（谭渊）、姚少师（姚广孝）、铁刚太监、阵亡官军；贤是

对贤德人物的祭祀，如建于顺天府学旁的启圣祠（祀叔梁纥）、宋文丞相祠（祀文天祥）、名宦祠、乡贤

祠等。①

明代的大、中、小祀，基本上都承自前代，早已成为礼制的一部分。但列入祀典的其他神庙和祭

祀对象，却未必都符合礼制标准。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年），礼部会议厘正祀典事，认为以下神灵祭祀应

予停罢或降格，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国初已列入祀典，但后来祭祀日益繁多，应予厘正。如北极

佑圣真君，洪武时已建庙祭祀，应照洪武间例，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遣官致祭，其余祭祀悉皆

停免。另一种是祀典中的自然神演变为人格神。如每年祭祀天地和山川坛时，都要附祭东岳泰山

之神，而京城又有东岳庙，俗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诞辰，是日及皇帝生日都遣官祭祀；京师及府州

县都有城隍庙，俗以五月十一日为神诞辰，故是日及节令皆遣官祀。泰山与城隍非“人鬼”，不当有

诞辰，应当罢祭。还有一种是原非祀典后来增入者。如在大兴隆寺祭告释迦牟尼文佛、朝天宫祭告

三清三境天尊；在显灵宫祭祀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三天扶教辅玄大法师真君（张道陵）、崇恩真

君、隆恩真君；在西山大圆通寺祭祀大、小青龙神；在洪恩灵济宫祭祀金阙真君徐知证、玉阙真君徐

知谔，以及其父神父圣帝、其母神母元君，知证妻金阙元君、知谔妻玉阙元君；到祠祭祀梓潼帝君（张

亚子）。这些皆“不合祀典”，应当停罢。但明孝宗只是部分地接受了礼部建议。一些“不合祀典”的

祭祀，仍然被允许保留在“祀典”中［１０］卷１３，弘治元年四月庚戌条。

上述祠庙之外，明代北京数量更多的，是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由于兴废无常，大小不一，明代

北京究竟有过多少寺观，很 难 做 出 确 切 统 计。万 历《顺 天 府 志》卷２《营 建 志·寺 观》，开 列 大 兴 县

寺、庙、庵、宫、观、祠共７０所，宛平县共１６２所；《宛署杂记》卷１９《僧道》，开列寺、庵、宫、观、堂、祠共

５７５处，其中城内２４２处、城外３６２处。但察其内容，实际包括内阁祠（祀李东阳）、壮节祠（祀谭渊）、

褒忠祠（祀刚铁太监）、世忠祠（祀张玉、张辅）等，并非全都属于佛、道系统，当然这些只占少数。按

照皇帝认可的程度，这些寺观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祀典类，即被纳入国家祀典，依时遣官祭祀，包括

灵明显佑宫、东岳庙、洪恩灵济宫等。此类前已述及，这里需要补充的 是，纳 入 祀 典 者 皆 属 道 教 神

庙，而非普通宫观，更无 佛 教 寺 庙。二 是 敕 建 类，就 是 由 皇 帝 下 令 修 建 的 寺 观，凡 新 建 者 多 称“敕

建”，而在原有基础上扩建或维修则多称“敕修”。三是敕赐类，即虽非皇帝下令修建，但落成时或其

后得到皇帝赐名。四是私创类，凡未得到皇帝任何形式认可者，皆属此类。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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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凡僧道住持，敕建寺观，许二人；敕赐并在外寺观，各止许一人。”［１１］对于私创寺观，明朝曾多

次下令禁止，甚至予以拆毁［１１］。而敕建、敕赐类则会得到保护，皇帝有时还会为某个寺观专门发布

保护圣旨①。

就其性质而言，无论是本土起源的道教，还是自外传来的佛教，都是人为创立的教派宗教，与属

于自然宗教性质的私祀有所不同。但二教毕竟都属于儒教的异端，而且道教本就保留着许多自然

宗教的成分，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也吸纳了许多自然宗教的因素，所以在士大夫们看来，佛道二教

也属于私祀甚至淫祀。如刘侗、于奕正认为：“二氏，野祀也。儒，国家典祀也。”［１２］卷６《晏公祠》孙承泽也

指出：“京师佛寺道宫，鸱吻相望，皆淫祀 也。律以圣王之法，宜尽付之祖龙矣。”［１３］卷９《庙祀》尽管受到

某些士大夫的严厉抨击，但佛教、道教早就被吸收到民俗宗教之中，成为民俗宗教不可分割的有机

组成部分，因而得到上至皇帝后妃、下至贩夫走卒的普遍信仰。当然，这种信仰有一定的层次差别，

如某些敕建、敕修的寺观，主要为皇室服务而不接待普通民众，民众只能到普通寺观烧香祈祷。但

这显然是身份等级上的区别，而非信仰性质的差异，各个阶层均生活在同一种民俗宗教之中。

相对于佛教而言，本土起源的道教，与自然宗教的性质更加接近，或者说，道教本来就是自然宗

教中理论化或仪式化的部分。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将自然宗教神灵纳入自己的神灵系统，如火

神、龙王、山神等，北京也有不少此类神庙，有的（如西山大小青龙）还曾被纳入祀典。在道教诸神灵

中，明代后期在北京影响最大的，当属碧霞元君。碧霞元君信仰在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传播，是朝

野共享、上下互动的结果。

从有关资料看，对此女神的信仰，肇始于唐宋时代。“碧霞元君”的称号，应当出现在明代前期。

成化年间尹龙谈到：“昭真祠在泰山绝顶，世传谓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我列圣每遇登极，必遣

廷臣以祀方岳，又时命中贵有事于祠。”［１４］卷９《灵宇志·碧霞灵应宫·尹龙记略》据此可知，早在成化以前，这一源于

民间传说的女神，就已得到皇帝的祭祀。但从遣内官祭祀碧霞元君、遣廷臣祭祀方岳的区别，可以

看出，皇帝是以个人身份祭祀碧霞元君，属于私祀性质，并不表示碧霞元君已被纳入祀典。正德十

一年（１５１６年），镇守太监黎鉴请收碧霞元君祠香钱，给事中石天柱等批评说：“祀典惟东岳泰山之

神，无所谓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礼，可更崇重之乎？”［１５］卷１３９，正德十一年七月甲申条 但士大夫的批评，未能阻止

碧霞元君在皇室和民间的流行。嘉靖中叶，马一龙记云：“碧霞元君，今为泰山第一香火，四方崇奉

而至者，日以万计。……我朝历圣，只有祭东岳泰山文，并无及此者。惟章圣太后，正德间方遣一武

臣进香，而天下自是盛行，吾辈亦多以此惑志。”［１６］卷１９《东封纪行》可见在宫廷与民间的交互影响下，此时

碧霞元君信仰已流传甚广，就连很多士大夫也予以认同。

万历年间，因慈圣太后的笃信，进一步促进了北京碧霞元君信仰的流行。万历二年（１５７４年），

慈圣太后命发帑金，在涿州为碧霞元君立庙，遭到朝臣激烈反对［９］，但工程仍然进行。此庙虽然建

在涿州，但直接推动了北京城的碧霞元君信仰，每年二月都有大批人到涿州进香。到了明末，北京

祭祀碧霞元君的场所，已有“五顶”之说：“祠在北京者，称泰山顶上天仙圣母。麦庄桥北，曰西顶；草
桥，曰中顶；东直门外，曰东顶；安定门外，曰北顶。盛则莫弘仁桥若，岂其地气耶！”此外还有其他祠

庙，如“西直门外高粱桥亦有祠”［１２］。刘侗、于奕正在谈到碧霞元君信仰时说：“夫亿万姓所皈礼，以

俗教神道焉，君相有司不禁也。”［１２］当然，由于碧霞元君信仰与礼制原则相差太大，所以虽然受到宫

廷内外的一致崇信，但始终未能被正式纳入祀典。

尽管北京受到十分严密的控制，但“左道惑众”活动也时有出现［１７］。如弘治十年（１４９７年），“郑

村坝 军 余 刘 普 善，妄 称 天 仙 玉 女 托 梦 于 己，令 盖 造 庙 宇，各 处 男 女 听 其 诱 惑，争 趋 礼 拜，布 施 钱

物”［１０］卷１２７，弘治十年七月戊申条。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圜，伪造妖言惑众，入 京 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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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 国 历 代 石 刻 拓 本 汇 编》（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８９版）明 代 各 卷 中 收 有 多 通 此 类 碑 刻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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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户陈赟家，伪授赟安国公”［１８］卷２１８，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丙子条。四十三年，白莲教主吕恺自称“弥勒佛出世，当

代大明为天子”，“京师人谓之真命皇帝，莫敢告捕”［１９］。万 历 七 年（１５７９年），武 成 中 卫 舍 余 王 铎，

“自称天地三阳会首，又盖三阳殿，造混元主佛三尊，傍列伪封蔡镇等为三十六天将，揑造妖书、违法

器物，煽 惑 男 妇 六 千 余 人，以 度 劫 为 名”［２０］卷８３，万历七年正月己巳条。这 些 活 动 一 经 发 现，便 遭 到 打 击 和 镇

压，相关庙宇遭到拆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活动也是从民俗宗教中衍生出来的，其神灵大多来

源或脱胎于佛教和道教。官府对它们保持警惕和压制，主要不是因为信仰问题，而是他们的行为对

王朝统治和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

综上所述，明代北京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坛庙寺观，从是否纳入官方祭祀的角度，可以将他们区

分为“祀典”和“私祀”两大类别。但从礼制的角度观察，进入“祀典”者未必都是“正祀”，未进入“祀

典”者也未必都是“淫祀”。为了反映民俗宗教的复杂情况，可以在“祀典”和“私祀”的基础上，进一

步细分为四类：（１）“祀典之正”者，即列入祀典而又符合礼制原则者；（２）“祀典非正”者，即列入祀典

但不符合礼制原则者；（３）“私祀之正”者，即虽未列入祀典但符合礼制原则者；（４）“私祀非正”者，即

未列入祀典又不符合礼制原则者。对于 一、四两类，人们的认识比较统一，一 般 认 为 前 者 属 于“正

祀”，后者属于“淫祀”；但对于二、三两类，人们在认识上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国家政策也时有伸缩。

但从性质上说，这些区分只具有政治的和等级的含义，而并不表示本质的差别，它们都是富有张力

的民俗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礼仪：祭祀与节日

民俗宗教的核心是礼仪，种类十分繁杂，其中最为重要的集体性活动，是祭祀与节日。正如渡

边欣雄所说：“使汉民族的神灵观念得以统一，并且沿着时间的脉络而分布配置的人们一方的行为，

便是礼仪。”［２１］２３７在民俗宗教中，来源不同的多种神灵兼容并存，被组合到一条连续的时间链条上，

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点，每个时间点都有相应的宗教活动，其中有些时间点发展成为

重要的民俗节日。由于各地信奉的神灵颇有差别，即使对于同一神灵，各地祭祀的日期、仪式和习俗

也不尽相同，所以民俗宗教节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受到国家权力和礼制

的强有力控制，民俗宗教节日更多地体现了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特色。①

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明代北京最重要的节日是元旦。这个节日从小年开始持续到元宵节，历时

２０多天，混合了多种宗教因素。如腊月 二十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以糟草

秣灶君马，送灶君上天；二十五日五更焚香楮，接玉皇；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玉皇上界、迎新灶君

下界。除夕贴门神，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插芝麻秸于门檐窗台，曰藏鬼秸中，不令出也”；年

初到东岳庙烧香。这些都属于道教系统或民间俗信。元旦前后在家用果面供佛，年初到白塔寺绕

塔，这些来自佛教信仰。除夕开始悬挂祖先影像，供上三牲熟食和阡 张，三 日 后 撤 掉 供 品、焚 化 阡

张；元旦晨起，当家者率妻孥拜祖祢。这些既是民俗惯习，也是儒家礼教所提倡的。正月十六也有

重要的民俗活动，一是“走百病”，夜间妇女身着白绫衫，结队群游，前令人持一香辟 人；二 是“摸 钉

儿”，妇女至城各门（到玄武门者尤多），暗中举手摸一个城门钉，俚俗以为可以却病产子。正月十九

为“燕九节”，这是北京独有的一个节日，起源于元代，相传此日是长春真人丘处机诞辰日（另有飞升

日、被阉日等说法），故“京畿黎庶，每于是日致浆祠下”。此外立春多在正月，顺天府要按照礼典举

行迎春仪式，向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子进春，此外无贵贱皆嚼萝卜，名曰“咬春”。

二月民俗节日很少，二月二日被称为“龙抬头”，人们“用灰白门外，委蜿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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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集中记述明代北京岁时民俗的文献有：沈榜《宛署杂记》卷１７《民风一·土俗》；万历《顺天府志》卷１《地理志·风俗》；刘侗、于

奕正《帝京景物略》卷２《春场》；刘若愚《明史宫》火集《饮食好尚》；陆启浤：《北京岁华记》（附录于张勃：《〈北京岁华记〉手抄本及岁时民俗

文献价值》，《文献》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等。以下叙述大多根据上列文献，不另注。



为引龙回”。此外“各家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以面和稀摊为饼，名曰薫虫”。万历初慈圣太后在

涿州建立碧霞元君庙后，北京人兴起二 月开始前往进香的习俗，“其人不论贵贱男女，额 贴 金 字 一

片。金亭如屋，坐神像其中，绣旗瓶炉前导”。三月有两大节日，一是清明，其活动主要是扫墓和踏

青。二是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辰，“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振地，甚有步一拜者，曰拜香庙”，此外还

“陈鼓乐、旌帜、楼阁、亭彩，导仁圣帝游”。四月宗教节日较多：一是佛诞日，有几种不同说法，北京

以本月初八为佛诞日，各寺浴佛，居民出游西山香山、碧云等寺，或到西直门外髙梁桥、涿州娘娘庙、
马驹桥西顶娘娘庙进香。二是碧霞元君诞辰，亦有不同说法，北京流行本月十八日之说，是日皆到

元君庙进香，其中弘仁桥庙香火最盛。同时又有四月八日之说，以高梁桥娘娘庙香火最旺，“倾城妇

女，无长少竞往游之”。三是祭药王，在十三日或二十八日到药王庙进香。五月初一至初五日为女

儿节，“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初五日为端午节，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佩带艾叶、五
毒符等。北京人还有“避毒”之俗，“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十三日为

关帝诞辰，人们在旗鼓引导下，到关帝庙进献刀马。六月初六日入伏，北京居民率皆“藏水曝衣”，妇
女洗发，“至于猫犬之属，亦俾浴于河”。七月七日为乞巧节，正午妇女丢巧针，晚上设宴星河下，儿

女对银河作拜。十五日为中元节，各寺均举办盂兰会，放河灯，居民给祖先扫墓，有些妇女“夜路哭

若招魂”。八月有一大节，即 中 秋 节，“人 家 各 置 月 宫 符 像，陈 供 瓜 果 于 庭，男 女 肃 拜 烧 香，旦 而 焚

之”。九月九日为重阳节，主要活动为登高。十月一日扫墓、送寒衣。又相传此日为靴生日，京城卖

靴人“预集钱供具，祭之”。十一月几无节日，但冬至多在此月，明代前期“京师最重冬节，不问贵贱，
贺者奔走往来”，后逐渐不太重视，但也有人家“具牲祀祖考，治酒称贺，子孙拜如年礼”。进入腊月

后，北京有“念夜佛”的习俗，“自腊月初一日起，每夜人定时，手执一香，沿街念佛，尽香而归，至除夕

乃罢”。初八日要吃腊八粥，并供奉佛圣前。二十四日称“小年”，标志着正式进入新年期。
民俗节日里的集体性宗教活动，将不同身份的人们融聚到一起，其间并不存在明显的阶层性区

别。如到涿州碧霞元君庙进香的人群，包括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信仰者，而且大家遵守共同的仪

俗，“其人不论贵贱男女，额贴金字一片”［２２］；到东岳庙进香者亦然，“亡论尊官贵人，即芸夫竖子，海

贾闺质，□许矢心，昼 夜 犇 跣，朱 旙 华 旍 接 于 道，带 盆 焚 爇”［２３］２４。但 另 一 方 面，由 于 身 份 和 贫 富 差

异，各阶层的具体活动方式确实又有所差异。比如过年时，“贵戚家悬神茶、郁垒于户”，而“民间插

芝梗、柏叶”［２２］。正月十三日散灯，“富者灯四夕，贫者灯一夕止，又甚贫者无灯”［１２］卷２《春场》。再如到

弘仁桥碧霞元君庙进香，虽然贫富贵贱混杂于途，但从其交通工具便可识别社会身份：“舆者，贵家、
豪右家。骑者，游侠儿、小家妇女。步者，窭人子，酬愿祈愿也。”［１２］卷３《弘仁桥》此外对于个别节日，不同

阶层的重视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对于冬至节，宫廷和官员比较重视，“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
具红 笺 互 拜，朱 衣 交 于 衢，一 如 元 旦”；而 民 间 却 比 较 漠 然，“民 间 不 尔，惟 妇 制 履 舄，上 其 舅

姑”［１２］卷２《春场》。总起来看，明代北京各阶层的节日习俗，尤其是与宗教信仰相关的部分，基本上大同

小异，并无本质性差别。而相异之处，并非因观念不同，而是贫富差异所致。
朝廷的祀典，也是按照时间脉络排列的。以常祀为例，“大祀十有三：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

季秋大享、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夏至方丘祭皇地祇，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四孟季

冬享太庙，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中祀二十有五：仲春仲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仲秋祭太

岁、风云雷雨、四季月将及岳镇、海渎、山川、城隍，霜降日祭旗纛于教场，仲秋祭城南旗纛庙，仲春祭

先农，仲秋祭天神地祇于山川坛，仲春仲秋祭历代帝王庙，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师孔子。小祀八：孟春

祭司户，孟夏祭司灶，季夏祭中霤，孟秋祭司门，孟冬祭司井，仲春祭司马之神，清明、十月朔祭泰厉，
又于每月朔望祭火雷之神。”不同等级的祭祀对象，在主祭者身份、祭品多寡、仪式繁简等方面都有

严格区别。如大祀由天子亲祀或遣大臣代祭，中祀、小祀遣官致祭；祭祀前，大祀致斋三日，中祀二

日，小祀则无；祭牲，大祀入涤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祭帛，大祀、中祀用制帛，小祀素帛祀佛帛；

０３１



乐舞，乐分九奏、八奏、七奏、六奏四等，舞皆八佾，先师六佾，小祀则否。①

民间的私祀礼仪，与国家祀典在性质上并无差异，但在等级上有明显区别。比如，无论是皇帝

还是庶民，都把天地当作神明崇拜，皇帝在圜丘（天坛）、方丘（地坛）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平民百姓

自然不能僭 祭，但 他 们 也 有 相 应 的 表 达 形 式，如 明 代 北 京 元 旦 晨 起，“当 家 者，率 妻 孥，罗 拜 天

地”［２４］卷１７《民风一·土俗》。在中国民俗宗教中，祖先崇拜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成

员，每年都要举行多次祭祖，但具体仪节又有繁简、文野之别，从中可以看到民俗宗教的典型特征。

明代“国家奉先之礼，有宗庙以象外朝，有内殿以象内寝”［２５］卷１３《内殿奉安列圣神主仪》。太庙前为 正殿，

后为寝殿，凡九间。每年祭祀五次，称为“时享”，在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和岁除日举行。弘治年间

建立祧庙后，又于岁除增加一项“祫祭”。时享和祫祭例由皇帝主祭，如皇帝不能赴庙则遣勋臣或驸

马代祭，在京文武官员陪祭。② 内殿主要有奉先殿和奉慈殿，前者除供奉于太庙诸祖妣外，推尊为

后者亦得祔享，后者供奉不能入袝太庙的皇帝生母。内殿祭祀亦由皇帝行礼，但无须官员陪祭，“朝

夕焚香，朔望瞻拜，时节献新，生忌致祭，用常馔，行家人礼”。嘉靖时重定内殿祭礼：“清明、中元、圣

诞、冬至、正旦，有祝文，乐如宴乐。两宫寿旦，皇后并妃嫔生日，皆有祭，无祝文、乐。立春、元宵、四

月八日、端阳、中秋、重阳、十二月八日，皆有祭，用时食。”每月朔有荐新之仪，其品物每月不同，如正

月为韭菜、生菜、荠菜、鸡子、鸭子，六月为莲蓬、甜瓜、西瓜、冬瓜。③ 此外还有陵寝之祭，例皆遣官

行礼，只有个别皇帝曾诣陵躬祭。凡清明、中元、冬至，以太牢致祭，而忌辰及圣旦、正旦、孟冬，则止

用香烛酒果［１４］卷９０《礼部四十八·陵坟等祀》。从其仪节看，宗庙祭祀和陵寝祭祀属于国家性祭祀，而内殿祭祀

带有皇帝私人性祭祀的意味。

对于臣民的祭祖礼仪，明初曾做出具体规定。品官可以建立祠堂，规制为三间，供奉高、曾、祖、

祢四世神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 腊日、忌日之祭，与夫岁时俗节之荐享”。④ 至于庶民，则 不

许建立 祠 堂，只 能 将 “神 主 置 于 居 室 之 中 间，或 以 他 室 奉 之”，祭 祀 仪 节 “大 概 与 品 官 略

同”［２６］卷６《吉礼六·宗庙·品官家庙》。祭祀代数起初限于祖 父母、父母，后放宽到高、曾、祖、祢四世，但实际生

活中，常有越制祭祀或立祠者。到嘉靖年间，诏令天下臣民可以于冬至日祭祀始祖，推动了民间立

祠的普遍化［２７］。但在北京，祠堂似不多见，不像唐代长安那样有许多官员家庙［２８］。这是因为唐代

士族为便于仕进，有很多迁居两京、疏离原籍［２９］，而明代的户籍管理更加严格，士大夫的籍贯观念

更加强烈，官员虽在北京长期任职，一般也不会著籍于此，其家族祠堂都建在原籍。至于普通居民，

五方杂辏，迁徙无常，不容易长期定居一处，聚族而居者更少，具备立祠条件者不多。据沈榜记述：

“富贵家庙祠如仪。民间多朴野，不知节文，惟遇时节，则市买阡张、纸马焚之而已。”［２４］卷１７《民风一·土俗》

可知除富贵家有祠堂外，居民都是到坟墓祭拜，上坟日为清明节、中元节（七月十五日）和寒衣节（十

月一日）。清明尤受重视，“无贵贱，率持酒肴上坟，男女盛服以往”。北京居民之中，“多四方客未归

者”，便只能“祭扫日感念出游”。送寒衣时，许多人无法上坟焚烧，于是“有疏印缄，识其姓字辈行，

如寄书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门”。⑤

可以看出，就祭祀时日、规格高低、礼节繁简而言，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尤其是作为国家典礼的

太庙祭祀与臣民的私家祭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其中反映出来的宗教观念，以及具体的祭

祀程序，又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各级臣民的祠堂及其祭仪，就好像是太庙及其祭仪的缩

微版。这充分展示了民俗宗教的共享性与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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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史》卷４７《礼一》；孙承泽：《天府广记》卷１６《礼部下·祠祭之制》。

万历《明会典》卷８６《礼部四十四·庙祀一》；卷８７《礼部四十五·庙祀二》。

万历《明会典》卷８９《礼部四十七·庙祀四》；《明史》卷５２《礼六》。

万历《明会典》卷９５《礼部五十三·群祀五·品官家庙》；《大明集礼》卷６《吉礼六·宗庙·品官家庙》。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２《春场》；沈榜：《宛署杂记》卷１７《民风一·土俗》。



四、香会：活动与组织

明代北京居民的宗教活动，依其组织化程度，从低到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个人性活动，包
括个人在私家场所和公共场所进行的各类宗教活动，如念经、拜神、进香、捐献、放生等。有些人因

某种原因不便于出门，还可以让其他人代行，如明代皇帝、后妃就经常派遣宦官到各神庙寺观烧香

禳告。二是家庭性活动，包括家庭成员在私家场所举办的宗教活动，也包括家庭成员一同到公共场

所参加的宗教活动，主要有祭祖、扫墓、进香、斋醮等。这种活动有时也邀请一些亲戚朋友参加。三

是集体性活动，既包括一次性的集体活动，也包括由香会、善会等举办的定期性活动。四是礼制性

活动，既包括朝廷或各级官府按照祀典举办的各种活动，也包括皇帝下令举办的斋醮和祈禳活动。

这些活动大多限于一定级别的官员参加，但有些活动要求百姓参与，如顺天府每年立春日举行的迎

春仪式，耆老就是必不可少的角色。

四类宗教活动之中，个人性、家庭性和礼制性的活动，历史久远而变化不大。但集体性的宗教

活动，在明代北京有数量越来越多、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而且其组织方式反映了北京社会

结构的一些特点。

明代北京的集体性宗教活动，最常见的当属进香。明太祖对于烧香比较反感，《皇明祖训·内

令》规 定：“凡 庵 观 寺 院 烧 香 降 香，禳 告 星 斗，已 有 禁 律，违 者 及 领 香 送 物 者，皆 处 以

死。”［１４］卷１６５《刑部七·律例六·礼律·祭祀》在这种严格的管制下，明代初期，个人性的拜庙烧香也很少见，更无人

敢于组织集体性的进香或迎神赛会活动。

洪武以后，这些禁令很快趋于废弛，就连皇室也公然违背祖训，派人到寺观赠送香烛银物，逐渐

成为皇室的惯常行为。民间烧香活动更是日益流 行，“京师每节序，男妇杂沓寺观”［３０］卷３，第２１８条。弘

治十一年（１４９８年），户科给事中丛兰疏言：“京师风俗之美恶，四方所视效也。近年以来，正月上元

日，军民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又每月朔望及四月八日，假以烧香游山为名，出入寺

观，亦有经宿或数日不回者。”［１０］卷１４３，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己亥条 朝廷为此 发 布 禁 令，但 根 本 不 可 能 产 生 实 际 效

果。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年），明武宗“传旨欲往南、北直隶，山东泰安、神州等处供献祈福”，更加刺激

了北京民间 的 烧 香 热 潮，“京 师 之 烧 香 者，鸣 锣 张 旗，百 数 成 群”［１５］卷１７２，正德十四年三月庚子条。。嘉 靖 八 年

（１５２９年），礼部尚书李时疏言：“每年四月，京师诸寺有参禅礼佛之会，男女杂遝，大败风俗，宜行禁

谕。”明世宗“谓其言有禆风化，即命有司巡视逮治，都察院榜示中外，严为禁革”［１８］卷９９，嘉靖八年三月甲子条。

从明代后期北京进香游寺之盛况看，此次禁令也不过是一纸具文。

在节日期间到相应的寺观神庙烧香，大多属于自发的个人行为。但从“鸣锣张旗，百数成群”的

描述看，至迟到正德年间，北京已有场面浩大的集体进香活动，这背后应当有香会一类的组织。东

岳庙内现存一通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年）所立《神明圣会碑记》，内云：“每遇圣诞，兹有司礼监太监

成敬等官，会首刘朝奉、党用、傅诚、刘大用、王桢等，倡约会众八百余官员，建醮迎神，恭陈贺礼，进

贡香楮、冠带、袍笏、朝履，其来相接八十余年矣。”［２３］４０按时间回溯，这个香会应当成立于嘉靖初年。

到万历年间，香会已十分普遍，大多数香会的朝拜对象，是位于京城及附近地区的东岳系庙宇，其中

吸引香会最多的是朝阳门外东岳庙、马驹桥碧霞元君庙以及涿州天齐圣帝宫。关于朝阳门外东岳

庙的香会活动，沈榜记述：“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至是盛设

鼓乐幡幢，头戴 方 寸 纸，名 甲 马，群 迎 以 往，妇 女 会 亦 如 之。”［２４］卷１７《民风一·土俗》东 岳 庙 现 存 崇 祯 五 年

（１６３２年）《东岳庙常明海灯圣会碑》也谈到：“都民汗雨袵惟，勇于奉神，鸠众剧金，各以所贡之物名

其会，或曰长香，或曰白纸等等，未可更仆。”［２３］５８当然，除东岳系庙宇外，围绕其他寺庙也有香会，沈

榜记述：“所居村民随多寡立会，岁敛钱供其近村寺。”［２４］瞿九思也谈到：“以余所闻京师人，人无女

男，皆立会焚 香，动 以 数 百 数。而 其 甚 者，鸣 金 鼓，张 旂 志，黄 屋 左 纛。膜 拜 而 呼 佛，洋 洋 盈 耳

乎！”［３１］卷１《叛僧王铎如灯王善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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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岳庙等处现存碑刻看，香会的活动，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一次性活动。如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钦造岱岳灵应玄妙金像碑》记载：“是以圣母秉

忱，皇上驾恭，中宫乐善，皇贵妃修虔，东宫殿下、福王、荣昌公主、七公主同德，偕诸妃嫔，各捐内帑，

精造渗金东岳圣像七 尺 二 寸 法 身，暨 宫 官 从 神，森 列 与 俱。以 丙 午 岁 季 秋 之 吉，安 位 于 岱 岳 正 殿

……斯举也，盖缘中官习睹旧像实增塑者，惧难以持久，遂毅然具奏，上可之。”［２３］３８－３９根据碑文和题

名判断，这次造像活动由太监发起，得到皇帝、后妃的支持，并有民间信士参与其事。整个活动是以

香会的形式进行的，事情告成后，这个香会大约就自然结束了。

二是限期性活动。如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东岳庙碑记》谈到：“岁季春，当品汇发生之 候，世

相传为青帝诞辰。兹惟大明皇贵妃郑氏暨皇三太子，集诸宫眷、中官等，制帝后冠服、束带、香帛、纸
马，及宫殿廊庑神祗，咸致礼有差。自庚寅迄壬辰历三岁，盛典告成，征言勒石，用垂久远。”碑阴题

名包括后 妃、太 监、宫 女，总 数 将 近２００人，其 中１３名 太 监 为 会 首，看 来 也 是 采 用 了 香 会 的 形

式。［２３］３１－３２同年《敕建东岳庙会中碑记》云：“都城之东，旧有东岳神庙，为都人士所饗祀。御马监太监

柳君贵、彭君进、刘君秉忠、高君升、王□□□□监局官凡若干人，岁于神降之辰，张羽旂，设供具，以
饔神而徼之福。期以三岁，今如期将告利成，欲纪其事。”［２３］３３这个由太监组织的香会，每年三月二

十八日到东岳庙设供饔神，但却有时间限定，即“期以三岁”。这两例为祀神而组成的香会，虽然在

三年内连续开展活动，但事先都限定了持续时间，三年期满，请人撰文勒石以志纪念，此后香会也就

不一定继续存在下去了。

三是长期性活动。碑刻所见活动于东岳庙的香会，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前揭神明圣会，至立碑

时已逾８０年。还有两个香会，到立碑时已持续４０余年。一见于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东岳庙四季进

贡白纸圣会碑记》：“京都明时等坊巷，有老善首锦衣牛姓永福，领众四十余载。况今年末，命男牛应

科同妻王氏接续，领诸善信，各捐净资，每岁年例三月二十八日，恭遇东岳上帝圣诞之辰，进贡冠袍、

大马并四季白楮等仪，以备岳府冥司应用。”［２３］４６一见于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年）《敕建东岳庙碑记》：“崇

文门外东南坊领众弟子卞孟春等，起立白纸圣会，每岁四季进贡于□勾魂司神前。溯立会之繇，今

已四十载有奇矣。”［２３］６０另据万历十八年（１５９０年）《岳庙会众碑记》，此会已持续近２０年：“都人士若

耿应祯、支松、沈鸾者，约数百人，自隆庆纪元迄今，凡遇岁 首，以 青 帝 发 育 之 始，预 为 神 诞，齐 心 崇

奉，修供告虔，殆二十年，可谓盛矣。”［２３］２２上述这些香会，都持续了较长时间，或在每月朔望，或在每月

终，或在每年四季，或在岳神诞辰，周期性地到神庙活动，如进献盘香、白楮、袍服以及舍茶、扫尘等。

明代北京香会的组织结构，繁简稍有差异。不少香会只设会首，并无其他职事。如万历十八年

（１５９０年）《岳庙会 众 碑 记》碑 阴 题 名，上 半 部 分 两 列 刻 有５０名 太 监，左 上 角 刻 有“大 明 瑞 安 长 公

主”、“景恭王妃王氏 婆鲍金女”，这些人应当是香会活动的赞助者；下半部分十列刻２５０人姓名，应
当是香会成员，其中耿 应 桢、支 松、沈 鸾、陈 福、范 普 广、赵 宗 礼、刘 江 七 人 名 字 上 面 标 有“会 首”字

样［２３］２２－２３。上揭万历三十年《天仙庙重修碑记》所见香会，是个只有５０人的小会，也只设会首之职。

更多香会除会首（或称香头）外，还设有其他职事。如万历十三年《东岳庙供奉香火义会碑记》碑阴

题名，最上面刻张明、蓝兴、张忠三名太监，当为香会活动的赞助者；其下最左侧分六列刻女性姓名，

其余部分分２８列刻男性姓名，共有４８０多人，其中有香头两人、管事九人［２３］１８－１９。万历十九年《岳庙

会众碑记》碑阴题名共２４０多人，除会首三名外，还有管事四名、司房两名。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年）《敕

建东岳庙圣前进贡碑记》碑阴题名多达一两千名，有正会首两名、管事两名，会首则多达１４４名，既

有男性也有女性［２３］６４。总起来看，随着时间推移，明代北京香会有规模越来越大、组织越来越复杂

的趋势。香会本身及其组织的进贡等活动，往往汇集了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社会群体，即使生活

在深宫之内的各类人员，与宫外社会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同开展了许多宗教活动。

关于香会进香的具体情形，明代文献记载不是很多，其中刘侗、于奕正对马驹桥碧霞元君庙进

香场面的描述比较生动具体，可以看到其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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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四月十八日，元君诞辰，都士女进香。先期，香首鸣金号众，众率之，如师，如长令，如诸

父兄。月一日至十八日，尘风汗气，四十里一道相属也。舆者，骑者，步者，步以拜者，张旗幢、

鸣鼓金者。舆者，贵家、豪右家。骑者，游侠儿、小家妇女。步者，窭人子，酬愿祈愿也。拜者，

顶元君像，负楮锭，步一拜，三日至。其衣短后，丝裈，光乍袜履，五步、十步至二十步拜者，一日

至。群从游闲，数唱吹弹以乐之。旗幢鼓金者，绣旗丹旐各百十，青黄皂绣盖各百十，骑鼓吹，

步伐鼓鸣金者，称是。人首金字小牌，肩令字小旗，舁木制小宫殿，曰元君驾，他金银色服用具，

称是。后建二丈皂旗，点七星，前建三丈绣幢，绣元君号。又夸儇者，为台阁，铁杆数丈，曲折成

势，饰楼阁崖水云烟形，层置四五儿婴，扮如剧演。……别有面粉墨，僧尼容，乞丐相，遢伎态，

憨无赖状，闾少年所为喧哄嬉游也。［１２］卷３《弘仁桥》

在熙熙攘攘的进香行列中，通过交通工具和衣着打扮，可以看出贵贱贫富的差别。不过，各个

阶层虽有俭奢之异，但毕竟汇聚于同一公共空间，分享着相同的信仰、祈愿和欢乐，体现了民俗宗教

的贯通性和包容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大量女性参加进香活动，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蔡复一《进香曲》诵其事云：“燕姬上马 巧安排，窄窄弓弓两瓣鞋。约伴同参玉女去，发 心 自 愿 舍 金

钗。”［１２］卷３《弘仁桥》

五、结　语

明代北京居民的宗教信仰，典型地体现了渡边欣雄所概括的汉族“民俗宗教”的特征，即“沿着

人们的生活脉络而编织”，“以既存的生活组织（例如家、亲族、宗族、朋友、地域社会等）为母体”，“按

照生活的节律即年中行事和人生礼仪的过程，惯例性地举行宗教礼仪的一系列行为”［２１］２３４。与全国

其他地方一样，明代北京存在着源自不同宗教传统的众多神灵，其中有些被纳入官方“祀典”，有些

则属于民间“私祀”，但是否纳入祀典，并非“正祀”和“淫祀”的明确分界。

民俗宗教中最为重要的集体性活动，是祭祀与节日。在民俗宗教中，来源不同的多种神灵兼容

并存，被组合到一条连续的时间链条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点，每个时间点都有相

应的宗教活动，其中有些时间点发展成为重要的民俗节日。按照时令节日，在家中或到特定的宗教

场所进行祭祀、祈祷、进香等活动，是民俗宗教最重要、最直观、最集中的展现。从国家祀典到民间

私祀，形成了一个“同一连续体”，它们都属于自上古传承下来的同一种民俗宗教，在本质上并无不

同，或者说祀典无非是民俗宗教中最为礼制化的部分。

从明代中叶开始，围绕到寺观神庙的祭拜贡献等活动，北京出现了被称为“香会”、“善会”、“圣

会”等名目的组织。随着时间推移，香会有规模日趋庞大、组织日趋复杂的趋势。各个香会持续时

间长短不一，其中不乏几十年坚持活动者，最长一个到立碑时已逾８０年。从东岳庙碑刻看，这些香

会既有宦官发起的，也有民间人士发起的，而且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合作。通过交通工具和衣

着打扮，可以看出进香者的贵贱贫富差异，但他们又都汇聚于同一公共空间，分享着相同的信仰和

仪式，体现了民俗宗教的贯通性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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